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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意义的“符形、符义、符用”三科配置① 

于广华 

摘要：书法艺术在保有汉字语意的前提下，将宇宙自然“动势”、书者情感、身体感知觉范

式、书法历史风格等诸多意义“变量”纳入进来，展开汉字形式的拓扑性变形。书法“拓

扑性”变形操作指向书法艺术创造力的同时，又保有了符义的语言意指这个不变量，并经

由汉字符号获得了更多广泛的符号使用意义。书法艺术以符形为主导，兼顾符义与符用，

三者意义维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共同构筑的动态多维的书法意义空间，书

法这种独特的意义生成机制在当代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书法符号学， 拓扑像似， 艺术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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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的意义构成相当复杂，书法艺术指向抽象线条形式美感的同时，语意、文学

意义、社会身份、宗教等意义维度仍然存在。书法这一看似简单的书写行为，却无间地融

合汉字符形的图像符号系统以及汉字符义的语言符号系统，字象、语象、书象如影随形。

书法作为中华民族甚为重要的艺术门类，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其独特的艺术

意义生成机制在当代具有重要价值意义。符号学即意义之学，从符号学入手，或许能够书

法这个复杂的艺术课题提供一定启发性分析。 

                                                        
①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书法艺术的语图符号复合表意机制研究”（2022M722291），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艺术提出的重要美学问题研究”（20&ZD04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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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法艺术的意义构成问题 

书法艺术的意义指向是什么？古往今来，学者们给出了一些不同的答案。 

首先是“喻物论”。书法源于汉字的书写，汉字源于“观物取象”之“象形”，书法艺

术意义问题源初性的就与自然世界关联起来。蔡邕《笔势》曰：“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

书矣”。诸如《笔论》、《九势》、《四体书势》等书论认为，书法艺术意义源自对自然之“象”

与“势”的模仿，并以是否具有“书象”与“书势”来衡量书法的“艺术性”。“书象”论

说与《周易》“观物取象”传统有关，但艺术“比象”与“喻物”之说，并非书法所独有，

汉字、文学、绘画均有“象”的相关问题，“书象”与“语象”、“意象”、“图像”的区别，

以及“书象”独特的视觉图像特性还未得到较为明晰的阐明。 

其次是“表现论”。中国传统的《乐论》、《诗品》以及西方浪漫派诗歌等均有着艺术

表现情感的相关论述。孙过庭《书谱》提出“达其性情，形其哀乐”。（黄简，2014，p. 124）

韩愈认为张旭“可喜可愕、一寓于书”，（黄简，2014，p. 291）透过草书线条，我们能够强

烈的看到书者情感的在场。“情感”在书法艺术中占据重要位置，但还远远不是书法艺术的

独特品质，大量的汉简、汉碑、魏碑等作品，我们很难看到书者“情感”的在场。王铎、

傅山所创作的大量应酬之作，我们也很难说其书法作品里的情感要素。董其昌也只是在临

古、仿古的趣味中生发艺术创造性。因此，“情感”或许并不是书法艺术最为主要的特质。

还有部分论说认为，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来表现“审美理想”的艺术，将书法意义指向归

为“审美”，这其实以另一个更为含混的概念来处理原本就复杂的书法问题。 

再次是“形式论”。现代以来，受西方形式主义、媒介论、抽象论的影响，以形式美

感界定书法的论述逐渐多了起来。该论说认为，书法艺术没有任何可描摹的现实对象，书

法艺术的本体就体现在汉字的抽象线条形式美感。但是，与其他绘画形式相比，书法在笔

墨线条等媒介形式之外，还多了一个汉字符号的规约性，即书法线条造型，必须遵从汉字

的书写顺序与汉字基本架构。书法并不是西方纯粹的“美的艺术”，书法语意因素仍然存在，

并有着重要的语意沟通交流载事等用途，形式论搁置了书法的语意因素，将书法等同西方

视觉图像艺术，这并未很好的阐明书法独特的意义构成问题。 

最后是社会历史建构论。社会学、文献学、历史学视角的介入，以及书法经典、书法

史地位的建构等相关问题探究，让我们注意到书法艺术意义建构的“外部性因素”。如白谦

慎《与古为徒和娟娟的发屋》探究书法经典形成中的鉴藏、评价、出版复制等社会性因素

问题，在《傅山的交往和应酬》中探究傅山书法背后的交友、政治、应酬等因素。当前的

书法研究仍以书法史学为主，书法的史学、社会学视角将书法的艺术品质问题交给了社会

文化体制，其实也回避了书法最为核心的艺术意义构成等本体性问题。 

书法并不再现任何客观事物，书法线条图式意义较为抽象，我们很难清晰阐释其意义

指向。书法是汉字书写、语意表达过程中同时出现的线条艺术，从书法的发生再到它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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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成熟，都与实用书写、文学、社会身份等因素紧密联系一起，书法意义指向始终处于线

条图意与汉字语意，日常实用与艺术之间，书法这种“间性”与艺术意义的“不纯粹”增

加了阐释难度，西方“美的艺术”等理论话语不能很好的契合书法基本状况。现有的关于

书法意义问题的相关论说，部分直接挪用了古代书论的一些象、气、韵、势抽象概念，但

并未对传统书法美学术语作现代阐释，由此将原本抽象书法问题更加复杂化。喻物论、表

现论、社会建构等还未触及书法艺术“汉字书写”艺术的独特品质。书法艺术的意义指向

究竟什么，书法艺术的意义生成机制是什么，这些关乎书法本体的核心命题还未得到一个

较为明晰的解释。 

书法意义的言说成了一个难题，但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任何关于书法的美学、精神、

艺术本体等论说，即使再为抽象、模糊、难解，但是毫无疑问也均是“艺术意义”问题，

书法艺术本体难以界定，但我们不能否认其具有“意义”。明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或

许可以紧扣书法符号的“意义构成”，来试着阐明复杂的书法艺术问题。符号学即意义之

学，集中探究意义的生成、表达与接受问题，艺术符号学集中探究艺术的意义生成问题。

正由于符号学的这个特殊角度，书法艺术区别于人类文化中其他表意方式的特点，书法区

别于其他视觉图像艺术的特点，就需要在书法艺术文本的意义过程中探寻。书法艺术的独

特品质，就落在其所携带的特殊意义，对此意义的特殊追求方式，以及艺术期盼取得的特

殊的意义解释效果上。“艺术语言在与符号理论最为深奥的关系中才能被理解”。

(Benjamin，1955，p. 418)“符号学”是适当预见有待展开的书法意义范畴，以书法范畴领

域的基本状况为基础的一种研究方式。“符号学才能深刻地回答艺术理论一些最本质的问

题。”(陆正兰，赵毅衡，2021) 

“意义”是一个相当难以阐释的术语概念，但是，符号学就是意义学，就是试着言说

这个难解的问题。美国符号学家查尔斯·莫里斯在其 1938 年的著作《符号理论基础》中，

将意义过程作了“符形、符义、符用”三科划分，这为我们理解符号意义生成过程问题，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阐释方法。莫里斯（Morris，1938，p. 16）认为所有的意义活动均涉及

三个基本方面，即符号、使用者、 世界。这三者又可以组合成为意义理论的三门学科，符

形学（符号之间的搭配组成具有合一意义的文本）；符义学（符号文本与世界的关联是符

号文本的指称意义）、符用学（符号被接收者在某种场合的使用与解释，构成了符号的使

用意义）。从莫里斯符号三科划分，我们便会发现，书法“符形”就是汉字符号的形式美

感，“符义”主要指涉汉字的语言符号意义及文学意义，“符用”指书法艺术符号的使用

与解释意义。以下将分析书法符号意义的主导倾向，书法的拓扑像似性带来的三科兼顾，

以及书法意义三科内部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二、书法艺术意义根植于“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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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在书写的过程中，汉字线条形式美感意义逐渐滋生，从书法的发展历史来看，书

法内部始终有着一个逐渐朝向书法线条形式美感的倾向力，在这种形式美感自律性因素的

主导性力量之下，书法艺术意义的重点逐渐落在汉字符号的“符形”，而不是“符义”。

书法艺术意义构成以符形为主导，将汉字的实用性书写拉向非实用的“艺术”意义维度，

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艺术门类之一。中国书法与西方的英文书法、阿拉伯

书法的区别，就在于其不同的意义主导倾向。英文书法包括帝国大写体、爱尔兰岛屿书写

体（图 1）、西班牙西哥特体、法国的梅罗文加体，卡洛林和哥特书写体，巴斯塔德书写

体等等，虽然英文书法也发展出了诸多书写样式，探索了英文文字形式的诸多美感维度，

但是，英文书法的意义本体特质仍然是“美术字”，美术字的符形与符义互补，其意义重

心最终还是落在符义层面。 

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文字书写艺术（图 2）起源于手抄本的《古兰经》，阿拉伯书法

主要服务于宗教的需要。《古兰经》标准本产生后，各地誊抄者为了使其抄本更加光彩夺

目，在传统的阿拉伯书法库法体和纳斯赫体的基础上，创造出许多带有地方色彩和书法家

个人风格的字体，很多清真寺也有大量的阿拉伯书法存在。阿拉尔书法自诞生以来，其符

号意义主要指向《古兰经》的符义内容以及宗教性质的符用用途，符形处于次要位置，经

文内容往往更为重要，不容更改。英文书法为符义主导，阿拉伯书法以符义与符用为主导，

中国书法在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虽然书写的内容也很重要，也有很多实际的用途（身

份象征、政治、宗教等），但是，书法艺术始终朝向其形式本体发展，符形意义往往占据主

导位置。 

英文书法、阿拉伯书法、中国书法，虽然都是文字形式的“美化”，但是，英文书法、

阿拉伯书法并未逃脱出“美术字”范畴，美术字等被美化的文字形式意义与文字语言意义

是密不可分的，美术字“形义互补”，形式美感并未获取独立地位，往往服务于符义或符用。

中国书法并不是“美术字”，书法符形与符义形成双层结构，符形有时候并不服务于符义和

符用，“字像识读与书像观看是分殊的。二者的分殊使书写痕迹（书像）本身得以独立表意。

缘此，书写之为艺术才有了可能。”（赵宪章，2021，pp. 73-88）书法符形层面的“书象”

是对汉字“字像”的超越，具有一定的独立表意性，并不被汉字语言意义指向完全束缚。

书法符形与符义的分殊，符形为主导性的意义品质，就是中国书法西方英文书写、阿拉伯

书法、现代美术字符号意义的区别，也是中国书法发展成为 “艺术”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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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岛屿大写体   （爱尔兰《凯尔经》）             图 2   阿拉伯书法  （土耳其 蓝色清真寺） 

 

 

 

          图 3  王铎   临《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           图 4 傅山《啬庐妙翰》（局部） 

 

 

 

 

  



 6 

   书法艺术意义之本体根植于汉字线条形式，而不是汉字的语意，书法艺术内部也始

终有着朝向“形式本身”发展的内在倾向，甚至，在“符形”主导力量之下，汉字的实际

表意功能可以被“弱化”，晚明时期大量出现的异体字书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晚明书

法作品中涌现了大量的异体字、古体字，这并非某个单独书家所为，而是晚明书法一个相

当普遍的现象。王铎、傅山等当书家从先秦时期的钟鼎铭文、传世古书、古代印章、中寻

求冷僻的异体字。傅山、王铎的部分作品（图 3），异体字不仅多，而且难以考究其来源，

与通行的古体字写法完全不同，除了字学研究专家，一般读者根本无法辨认（白谦慎，

2006，p. 78）。傅山的《啬庐妙翰》甚至出现了“故意写错字”现象（故意写错“矉”字，

见图 4），将字结构按照自己的想法任意拼贴，或者挪动偏旁，将原本左右结构的字改成

上下结构，有时故意加大一个字两个部分的间距，让我们看起来像是两个字。 

晚明的异体字书法现象引起了白谦慎、薛龙春等学者的注意，诸多学者从商品经济发

展、奇文化的盛行、金石之风影响、“复古济世”政治因素等角度去探究这一问题，但是，

我们不能忽略晚明异体字现象背后的书法自律性因素。从符号学来看，异体字弱化了语言

文字实用表意功能，从而将整个符号意义重心落在“符形”层面的艺术意义，异体字书法

的涌现，部分的就源于书法历史发展进程中“符形意义主导”的内部驱动力。晚明书法逐

渐走向书法形式本体，将书法艺术的意义重心落在线条形式美感，甚至不惜采用弱化语意

这种方式。晚明异体字书法让整个作品产生一种新奇感、陌生感，但毫无疑问书写的仍是

“汉字”。晚明异体字书法跨越了弱化语意的危险一步，在汉字语言的边缘游走，但并未

划破汉字属性。晚明异体字书法在汉字语意的边界，获得了语意弱化与线条图式之间的巨

大张力，最大程度的将书法意义重点导向“符形”。 

 

三、书法符形“拓扑像似”与符义“不变量” 

书法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基于文字书写的艺术样式，书法的意义重心在“符形”层面的

视觉性、造型性与图像性。但是，无论草书线条如何缠绕、夸张、斑驳、变形，我们认为

其线条图式仍然一个“字”，书法与其他视觉图像艺术相比，具有明确的语言意义指向。

书法源于汉字的书写，即使发展至最为成熟的阶段，也未脱离汉字符号语意系统，晚明异

体字书法或狂草作品，也仅仅是“弱化”并未“消解”汉字语意，其书写的仍然是“文

字”。汉字源于象形，书法源于汉字的书写，书法线条图式主导的“再现理据”就是对

“汉字”的像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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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在对汉字材料进行最大程度的变形的同时，又仍然保有汉字语意，书法作为一门

独特的艺术门类，就是在挑战这种汉字如何形变的艺术难题。书法的这种“汉字变形”挑

战，让我们联想到数学概念中的“拓扑”（topology）概念。拓扑学探究几何图形或空间在

连续改变形状后，仍然保持不变的“属性”问题，拓扑属性就是在不改变其拓扑性质的变

换过程中保持不变的属性，比如一块正方形的橡皮泥可以揉成一块圆形的橡皮泥，但是一

块球体橡皮泥却不能连续变形成为无手柄的茶杯，因为拓扑过程中不能够开洞、撕裂、合

并。对于拓扑学而言，我们日常看似极不相关的杯子和甜甜圈，两者之间也有拓扑性联系，

拓扑的中心任务是研究拓扑性质中的不变性，这对探究书法艺术意义生成机制有着很大启

发意义。 

首先，书法“符义”汉字基本架构与“语意”可识别性，是书法拓扑像似性的“不变

量”。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书法由汉字符号变为艺术符号的同时，汉字语言属性仍然

存在。书法在变形之际，仍需保有汉字大致的基本架构，这样我们才能识别汉字语意，汉

字源于象形，其图式架构源是对自然有机体架构的抽象性提取与主体性再创造，汉字架构

的有机自然性构成，允许其展开即为多样的形变姿态。汉字变化的范围相当大，同一字各

种写法之间可以完全不像，但观者依然把它们认为是同一字，因为该字的基本架构是每个

单字空间特征中不变的拓扑恒量。此外，书法在线条的自由流动与变形之际，仍然遵循汉

字的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有序书写规则，以确保语意的正常识别。 

其次，书法之艺术本体属性，要求其展开对日常汉字规范书写形式的拓扑性变形，展

开艺术创造力。“像似的拓扑性是让艺术创作和欣赏启动的跳板，也是艺术这种人类意义活

动永无枯竭的展开动力。”（赵毅衡，2021，pp. 5-16）书法必须尽可能的探究诸多“变量”，

以此超越“平直相似，状若算子”的“字像”状态，超越汉字符义的“语意”功能。《周

易》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书法之“象”的本源就是一种相似性，或言之，

具有一定的图像性。图像就是一种像似性，就是对某物的“再现”，但图像之所以能够作

为符号的方式去再现某物，正是因为某种意义对象的缺席，图像的符号属性意味着，图像

其必然与其模仿的对象之间存在着“差异”。阿尔托（1978，p. 126）认为艺术的本质任务

就是寻找真正的影子，指向魔力、幽灵及不可见的领域，指向一种“他异性”。因此，书

法线条图式作为汉字的“像似符”，必须从某种与汉字相似的“对象性”滑动到一种“他

异性”，由此获得了一种艺术“魔力”，开启另外一个创造性的世界。因此，书法像似符

号的意义，更在于其如何“不像”，在于如何对汉字展开“变形”，如何展开这种“异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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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书法在保有汉字语意的前提下，将宇宙自然“动势”、书者情感、身体感知觉

范式、书法历史风格等诸多意义“变量”纳入进来，展开汉字形式的拓扑性变形。书法线

条对汉字的形变，可以从最为规整的楷书，形变到离日常书写规范最远的“草书”。书法

经过数千的历史发展，生成了篆、隶、楷、形、草等字体，以及章草、草篆、行草等“间

性”字体。历史上诸多书家将个人书写范式注入其中，展开了最为广泛且深刻的“汉字形

变”艺术实验，产生了极其复杂多样的汉字变形的风格样式。汉字架构源于“观物取象”

之“象形”，其形式架构具有一定的有机自然性，由此为书法诸多形变奠定了基础。此外水

墨的流动性、宣纸的浸水性，毛笔的柔韧性，也为书法的诸多形变奠定了物质媒介基础。

篆、隶、草、行、楷五大书法字体，历代书家不同的书写风格，笔法内部的平动、绞转等

变化，字法层面的汉字架构形变，章法层面的布局，墨色的浓淡、干枯、疾缓、涨墨、飞

白等，这些书法形式创造是拓扑变异的范围。 

书法通过主体感知觉的介入，生成一种“有机性”的形变方式。书法符形层面诸多拓

扑性形变方式，并非数据库计算推演得来的，而是人的主体性与自然存在的交互结果，宇

宙万物之流变，书者不同的遭遇、情感、人格等，是书法“拓扑性形变”展开的源动力。

孙过庭提出书法书写的“五合”：“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

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黄简，2014，p. 124）书法是一门及其精

微的线条艺术，任何笔墨纸等物质媒介的细微变化，书者的情境遭遇与情感波动，书写时

的自然环境及氛围感知等等，都会导致书写线条发生变化，五合俱备，则能神情交融，笔

调畅达。这也就是为何王羲之事后再次仿写《兰亭序》，也不能重现原帖风范的原因，后面

的再次仿写，已经失去了书写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信可乐也”等“五合”整一性的

调和配置。书法线条，拓印了书写时的整个情境氛围与感知觉状态，而书者书写的心境及

整个感知觉状态也在随时变动之中，《兰亭序》、《祭侄文稿》等出现多处修改涂抹痕迹，这

是创作者在特定情境之下，无意于佳乃佳，妙手偶得，浑然天成的结果，即使是书家本人，

也无法再复刻原帖风格全貌。 

此外，书者还注重“观物取象”，韩愈所言“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

蔡邕所言“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书法线条的流动

变化，是对自然万物之“势”的提取。书法将万物生命流转之“变”提取进入书法符形之

中，“怀素自述草书所得，谓观夏云多奇峰，尝师之，然则学草者径师奇峰可乎？曰：不可。

盖奇峰有定质，不若夏云之奇峰无定质也”。（黄简，2014，p. 690）刘熙载从“夏云多奇

峰，”中拈出“无定质”三字，自然万物“无定质”为线条之动，笔墨之变，书法之“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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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形变”提供了无尽的源泉。在这个层面上，书法图式在“像似”汉字架构的基础上，同

时又展开对宇宙、自然、历史等存在元素的“二次拓扑性像似”，透过书法线条形式，“以

无为而用，同自然之功；物类其形，得造化之理。”（黄简，2014，p. 144） 

最后，书法符形在展开拓扑性形变之际，留下诸多意义不定点，积极的引发观者心中

先验存在的对拓扑变形的认知与补缺能力。书法艺术意义的达成最终落在接受者这里，“符

号表意的重心在于解释，而非结构，因为解释是人类进行意义交流的基本前提以及必备条

件”（赵星植，2019，p. 74）。书法线条形式意味较为抽象，并没有任何可再现的客观对象，

但是，中国古代书论一直强调“书象”问题，“书象”与自然之象的联系，往往也需要接受

者的感知觉来补缺，书法艺术给予接受者以充分的解释与意义再造空间。基于接受主体的

拓扑性补缺，原本抽象的书法符形与宇宙、自然、人生、社会等存在意义元素关联起来，

拓展了书法艺术的意义空间，深化了书法的艺术意涵。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遵从汉字基本架构以及有序的书写向度。但是，书法可以在

确保“符义”不变量的前提下，展开诸多拓扑像似性实验，探寻笔法、字法、章法、墨法

等诸多“变异”方式。书法以一种陌生化的汉字架构、多样笔墨方式，再次引发观者心中

的感知觉拓扑补缺联想，由此将书法线条与自然、宇宙、情感、人格等联系起来。书法之

势，肇于自然，以笔墨之明暗、张力、疾缓，表征宇宙万物阴阳相和、生命流转，造化之

理，书法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微缩了十万倍的全部人类本质以及人类生活的哑剧。”

（Benjamin，1991，p. 139）书法这种深层次浓缩、剧烈性拓扑形变的艺术方式，蕴含着巨

大的艺术创造力。 

 

四、书法符号意义的“三科兼顾” 

中国传统艺术具有一种“艺术泛化”的倾向，具有艺术审美与日常实用的“综合性”，

这与西方“美的艺术”，“自律性”“无功利”等艺术观念有所不同。“书法艺术始终保持了

一种与日常生活的‘不即不离’状态，而并未演化成超越于生活、在生活之外的纯艺术。”

（刘悦笛，2010，pp. 9-11）书法艺术意义生成同时，汉字符义（语言沟通交流意义）仍然

起作用，依然可以是一件实用之物（匾额招牌、身份象征、文献资料、书信交流）。历史上

的流传下来的绝大部分书法文本，往往兼顾符形、符义、符用三种意义维度。 

书法艺术意义并不单纯的指向抽象形式美感，而是兼顾生活世界中的诸多“功利性”

的实用意义维度。“与其他艺术不同的是，从书法的发生到它的高度成熟，都与实用书写紧

紧联系在一起。”（邱振中，2011，p. 268）。书法的“语意”不变量指向语言符号系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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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又是人类最为基础性、且应用最为广泛的符号意义系统，书法经由“汉字”关联着中

华民族最为宽广的意义场域，渗透到人类诸多意义活动，由此获取了诸多符号的实际使用

意义。书法艺术意义的生成同时，并不磨灭书法艺术的实用意义，大量的书法艺术文本意

义兼顾其符用维度。比如，《兰亭集序》的诗歌总集序言的功用，米芾《珊瑚帖》的书信交

流功用，敦煌写经体书法的宗教传教功用等等。 

书法通过拓扑性像似将“字像”变为“书象”，生成艺术的创造力的同时，仍然保有汉

字符号符义的不变量，兼顾“符义”维度。书法艺术指向符形的艺术意义的同时，又兼顾

了符义的语言意指维度。书法艺术的“符用”也主要经由“符义”（汉字语意）而得以体现，

书法艺术的符义与符用维度多关联在一起。如北魏《张黑女墓志》兼具符义之记录墓主人

生平、符用之祭祀功用。柳公权《神策军碑》兼具符义之记载回鹘灭亡等史实，符用之颂

圣德等政治性功用。书法符用与符义（语言符号意义）紧密关联在一起，如米芾《珊瑚帖》

等书信符义与符用共同指向语言沟通交流意义。 

书法的符义与符用也会反向的影响书法符形意义维度。大部分墓志、铭文、碑刻、文

书等，其创作目的在于记录史实、歌功颂德、宗教祭祀、政治伦理道德等功用，因此要求

字体多采用楷书，风格大多端庄肃穆。而王羲之、王献之大部分的的尺牍、信札，多以行

楷为主，并不影响语意沟通表达功用。如果某个书法作品的用途主要指向“艺术展示”与

“应酬”功用，那么书写的文本内容往往并不重要，给书法形式创造留下诸多意义空间。

明清之际，王铎、傅山等创作了大量“应酬”之作，书法的交友应酬、展示等“艺术”符

用意义逐渐凸显，此时书法的符用与符形意义相重合，书法形式美感本身具有了艺术功用，

即“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根据薛龙春（2008，p. 250-271）统计数据，在王铎应酬之作中，行草字体占比 83%，

立轴形式占比 52%，在“应酬”与“艺术展示”符用因素之下，王铎多采用了方便“展

示”，采用“立轴”形式以及大草、大字等“符形”方式。在文本内容书写方面，以往的应

酬之作多以自作诗为主，但王铎将大量的临帖之作赠与友人，在应酬与艺术功用的语境压

力之下，其友人主要赏析王铎书法形式美感，王铎临帖的文本内容逐渐不重要起来。“王铎

临帖常常随意翻开拓本的某一页，从首行或者任意一行开始临写。”王铎的《临二王帖》还

将王献之《豹奴帖》、王羲之《吾唯辨辨帖》、王羲之《家月帖》三作品的文字内容合为一

个立轴作品，中间并无分段，且有脱字，语句不通。此时，在书法符形的主导性力量之下，

书法应酬、展示之符用语境下，符义内容被弱化，给予书法形式创新留下充足空间。 

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些经典之作，往往是符形、符义、符用三科意义的相互配合、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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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相互促进。如王羲之《兰亭集序》兼顾符形的书法形式美感、符义的文学意义、符

用的诗歌总集序言功能，王羲之平和自然的笔意、委婉含蓄的笔势、遒美温婉的笔力与清

新自然流畅之文意，共同构筑了率直任诞的魏晋风度典范。颜真卿《祭侄文稿》，笔意厚重

浑朴，多篆籀之气、转折处化繁为简，笔划狠重，字间时疏时密，行气随情而变，墨色苍

润，干湿润燥、明暗粗细对比强烈。颜真卿笔意随其内心情感波动而变化，书法风格与颜

真卿悲恸情感相契合，语意流淌进程与书写进程高度一致，与此同时，此稿仍兼具祭祀等

实际功用。书法经典之作往往是符号三科意义的均匀而完美的混合。 

书法符形的拓扑像似性指向其艺术创作力的同时，符义“语意”拓扑不变量的存在，

使得书法得以兼顾符形、符义、符用三个意义维度。书法艺术性的生成并不完全消解汉字

使用及实用符号象征意义。中华民族在汉字的大量使用过程中，随时展开对日常生活的审

美关照，赋予实用书写物以部分艺术意义。魏碑墓志在完成其祭祀功用，达成墓主人生平

及文献史料记载功能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书法审美意义，我们在获取郭沫若题名“故宫

博物院”语言指示意义的同时，也可以欣赏其书法形式美感。书法的艺术性基底，要求我

们在线条形式、语意、文学意义、实用意义的动态流转、兼容互渗之中，最终需要“藉形

式使接收者从庸常达到超脱”（赵毅衡，2018，pp. 4-16），书法艺术的语意等其他意义内容

最终被“形式”美感所“包裹”，接受者借以被符义、符用意义维度所渗透的符形，获得超

脱庸常的审美感受。书法艺术意义之本体就是对这种日常书写规范的“变形”，是对日常所

遮蔽的存在的“去蔽”与“澄明”，在之中，最终借以线条形式达成书法“境界”。书法

“三科兼顾”，这个诸多不同意义元素的均匀混合的意义空间，等待着、召唤着欣赏者心灵

进入，提供给观者一个进入 “境界”的机会。 

 

五、结语 

书法艺术兼顾符形之图意，符义之语义，书法艺术是对语图分化对立关系的解除，在

瞬间的书写行为过程中，符形与符义兼容互渗、相互促进，语图符号相互唱和，复合表意。

当前社会出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这也是对当前艺术理论的挑战，而书法艺术兼

具符形、符义、符用三个维度，书法艺术不断阐明，日常性与艺术性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

明的区分。中华民族在日常汉字使用的过程中赋予其艺术美感，给予生活世界以艺术关照，

提示着汉字使用性背后，还存在着线条形式美感及其本体存在意义，让观者可以在日常实

用的间隙，获得脱离庸常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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